
中国古代城镇工商人 口 的构

成变化及地域特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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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工商人 口是我国古代城镇居民的主要

部分
。

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
,

其内部构

成上也有很大变化
。

同时
,

古代城镇工商人

口在来源上又显示出与当代不 同的特征
。

这里
,
拟对此作一探讨

。

一
、

中国古
。

代城镇工

商人 口的构成变化

首先要指出的是
,
我们在此所论述的

工商人口是城市中身份自由的民间工商业

者
,

而不 包 括那些于国都和其它地方的

官府手工作场中劳作的工 匠
,

那些完全依

靠官府力量进行商业活动的官商也不是本

文所论述的对象
。

相对自由的工商业人 口

只有在封建社会中才能产生
。

就 目前的研

究结果
, 比较倾向于把春秋战国作为封建

社会的开端
。

因而我们将不考察夏
、

商
、

周的状况
。

我们认为
,
中国古代城镇工商人口在

构成上可分为两个阶段
,

以宋代为界
:

宋

之前
, 商业人 口 在城市人 口 中 占较大比

例
,
手工业人 口则较少

; 宋以后
,

手工业

人 口 大大增加
。

唐以前的城市工商业人口

1
.

商业人 口 在人类历史上
,
农 业

与畜牧业 的分离是第一 次职业分工
,
而手

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是第二次分工
。

商

业便是在这种职 业 分工 的 基 础 上产生

的
。

不过在早期的社会中
,
手工业者 的独

立性较差
,
往往是农民兼营手工业

。

生活

上自给 自足
。

因而商人于一个区域内很难

施展 自己的才能
,
所以只好到外地去贩运

本地的不能生产的稀缺物品
,
其中多为 山

珍海味
、

金银玉帛
。

而这些商人一般都有

一个固定的大本营
,
作为囤积货物

、

组织

人马
、

进攻退守的据点
。

春 秋 时 越国谋

臣范蠢帮勾践雪会稽之耻后
,
乘扁舟浮于

江湖
夕
变名易姓

,
贩运货物

。

他认为
“
陶

(地名 ) 天下之中
,
诸侯四通

,
货物所交

易也
” ,

’

“乃治产积居
” 〔1 〕。 战国时 ,

秦

国的栋 邑
“
北却 戎 翟 ,

东通 三 晋 ” , 因

而
“

多大贾
” 。

〔2 〕陶和栋邑显然是当时商人

的聚居点
,

或者说是自由色彩较浓厚的小

城市
。

而 当时各诸侯国的都城则有一大批

商人
。

齐都临淄富实
, “

临淄之途
,

车毅击
,

人肩靡
”

门 〕
。

有商业的繁盛才能吸引如此

众多的人进入这个都市之中
,
而商人显然

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
。

战国管子说
:

“

万乘之国
,

必有万金之贾 ;千乘之国
,

必有

千金之贾 ; 百乘之国
,

必有百金 之贾〔4 〕” 。

这只是指与国之规模相符合的商人
,
即大

商人
,
而中

、

小商人更不在少数
。

商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中是一个

重要阶层
。

这种情况直到汉代仍无多大改

变
。

汉初曾实行了
“抑商

”
政策

。

而由于
“
利

”

之引诱 ,
经商之热并未减小

。 “

自京

师东西南北
,
历山川经 郡 国

,
诸 殷 富大

都
,
无非街衙五通

,
商贾之所臻

,
万物之



所殖者
, ” 〔5 〕其中

“
商贾大者积贮倍息

,

小者坐列贩卖
,

操其奇赢
,

日游都市
”〔6 〕

。

这些大小商人无疑成为城市的固定人 口
。

东汉和南北朝时期
,
由于地主庄园经

济的发展和战乱频仍
,
城市发展受到极大

限制
,
商人数量也大大减少

。

隋唐时期
,
社会的安定使城市商业又

趋繁盛
,
商人纷纷云集都市

。

隋时的丹阳

为旧京所在
,
人物丰 盛

,
小 人 率 多

“
货

贩
” “
市崖列肆

,

坪于两京
。 ” 〔了〕唐代杭州

是东南名城
, “

阱墙二十 里
,
开 肆 三 万

室
” 。

〔8 〕如果一肆按 3一 5人计算
,

那么该

地有十数万商业人口
。

北方的汁州
, 当时

诗人王建曾作 如 此 描 写
: “

天 涯 同 此

路
,
人语各殊方

,
草市迎江货

,

津桥税海

商
” 〔9 〕,

可见
,

城市中来来往往皆是操异乡

口音的商人
。

唐时城市商业人 口较多还可

从另一首诗中反映出来
: “
客行 田野间

,

比

屋皆闭户
,

借问屋中人
,

尽去作商贾〔1的
。

2
.

手工业者 由于早期农业与手工业

者无明显的分离
,
所以

,
居于城中的民间

手工业者并不多见
。

商人所贩运的许多商

品是产于偏远地区的 自然物
,
有的只是在

产地作稍许加工
。

正如 《史记
·

食货志 》

所言
:

山西饶材
、

竹
、

款
、

墉
、

玉石
; 山

东多鱼
、

盐
、

漆
、

丝
、

声色
;
江南出柑

、

梓
、

茎
、

桂
、

金
、

锡
、

丹纱
、

犀
、

琦

谓
、

珠巩
、

齿革
;
龙门

、

褐石北多马
、

牛
、

羊
、

旅裘
、

筋角 ,,
。

这些物品
“
待农而食

之 ,
’

虞而出之
,

工而成之
,

商而通之
” 。

t11 〕

于产地进行加工的确是中国早期手工业的

特征
。

战国时赵人卓氏于临邓 的铁矿产地
“
鼓铸

,
运筹策

,

倾滇蜀之民
,

富至憧千

人
” 〔12 〕山东人程郑也于此冶铸

, “
富坪卓

氏 ,,C 13 〕这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

时钓冶铁工业 区
。

而在诸侯国都城市
, 民

营手工业者并不多
。

秦汉时代
,
这种情况无大变化

,
及至

隋唐
,

城市民营手工业者大量出现
。

当时

不少城市不但有手工业作坊
,

而且分门别

类
,

一
、

如织锦
、

造 纸
、

制
‘

毯
、

铜 器
、

制 酒

等
。

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 建有 ,’f 于
”

的组

织
。

这表 明
,

当时的城市手工业者队伍已

具有一定规模
。

其中不少人除了 自己操作

外
,

一些人还雇有帮工
,

如唐 代 定 州 何明

远
,
家有织机五百张〔14 〕

。

可见雇工之多
。

灾以后城镇工商业人 口的状况

宋代以来
,
城镇人口 中手工业者大量

增加
。

不仅原有比例增大
, 更重要的是各

地兴起了不少手工业专业市镇
。

南宋的都城临安
“

处处备有茶坊
、

酒

肆
、

面店
、

果子
、

彩帛
、

绒线
、

香烛
、

油

酱
、

食米
、

下饭鱼肉
、

鳌脯等铺
, 〔15 〕从事生

产和销售
。

除了这种经营者外
,
还有许多

工匠待人雇佣
。

北宋开 封
夕
每 日早 晨各

桥
、

市
、

街
、

巷
夕 “

皆有木竹匠人
, 谓 之

杂货工匠
, 以至杂作人夫

” , “
罗立会聚

,

侯人请唤〔1 6〕
。

明代万历年间
,

苏州百妙无积聚
,
多

以丝织为生
夕

东北半城 皆居织户 〔17〕
。

可

见
, 以手工业为生人数之众

。

明末山西潞

安的织绸业拥有织机三千余张
。

〔1的而织工

数量恐将超过此数数倍
。

清代
,

杭州东城

为丝织业集中区
, 其中有

“
数万千家之男

女
,

俱需此为衣食之谋
”〔1 9〕

。

该城还有制造
“

锡箔者不下万家
” 〔20 〕

。

清雍正时
夕

苏州一

地有瑞 坊 45 。处
,
端匠一万余人

,
这些瑞

匠多受雇于端坊的包头
,

一个包头
,
雇佣

着 “
客匠各数十人

”
不等〔21 〕

。

各专业市
、

镇之中更聚集着大量手工

业者
。

佛山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冶铁巨镇
。

清代
,
佛山炒制 (指锻造) 之肆有数十

,

人有数千〔2 2〕
。

此外
,
佛山打铁者甚多

,
生

产铁线
、

铁锅
, “乡多仰食于此

” 〔2 3〕
。

佛山

以铁谋生者清代不少于数万人
,

湖北汉口



镇
,

有铁行十三家
,

铁匠五千余 名〔243
。

江

西景德镇
“

列市受座延柔十三里许
,

烟火逾

十万家
,

其中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〔2 5〕”
。

我们说
,

宋代以来
,

手工业者数量在城

镇人 口中所占比重增加
,
并无意说这一期

间商业人 口没有增加
。

实际上
,

手工业者数

量的增加是手工业发展的标志
,

而大量手

工业产品的出现
, 又为商业经济的发展和

商人队伍的扩大创造了条件
。

所以说
,

这一

时期的商业人 口 犹如水涨船高继续增长
。

宋代山西太原
夕 “邑之生齿繁众

,

隶

籍者五万二千户
,
侨居而未业者

,
不可胜

数
” 〔2幻

。

元代济南
, “

水陆辐揍
,
商贾所

通
, 倡优游食者颇 多

夕
皆非土人

” 〔27 〕
。

明

清 时期
,
运河两岸的临清

、

扬州
、

苏州 ,

长江流域的汉 口
、

江宁
,

沿海的杭州
、

广州

等
,
都发展成拥有数十万至上百万人 口的

都市
,
商人是其中的主要居民

。

明代
, 苏

州金间一带
, “

比户贸易
,
负廓则牙侩较

集
” 〔28 〕

。

松江在 明代号为
“
小苏州

” ,

其中
“

游贾之仰给于 邑中者
,

无虑数十万人
” 〔29 〕

清代山东临清
, “文物 甲于东方

,

舟车毕

集
,

货财萃上
,

服贾之民什居其六
” 〔30 〕

。

乾
’

隆时江宁城内不下八万余户
,

四十五万人

口 〔3D
。

单是商人开设的大小酒楼就有七百

座
,

茶社一千余处〔32 〕
。

汉 口在嘉庆十五年

的一次大火中
,

烧毁商民 店 户
“

八 万 余

家
" 〔3 3〕

。

宋代以后
,
特别是明清时期

,
是我国

古代城镇工商人 口发展的最高峰
。

在我国

这样一个农业 国度 中
,

出现拥有如此众多

工商业人 口 的都市
,

这也是当时社会发展

的标志
, 它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

。

从

农业领域中排挤出了一部分劳动力进入手

工业生产领域
。

从而也促进了 商 业 的 繁

荣
。

还有一点需要注意
,

即这一时期城镇

工商人 口的增加是和全国总人 口 的增加相

一致的
,
农村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出现

不足
,

迫使大批农业人 口外出进人城镇谋

生
。

而从这一角度着眼
,

城镇发展又显得

不足
,

.

它不能完全接受农村 的 剩 余 劳动

力
。

因而
,
这一时期

,

除了工商人 口 增加

外
,
城镇中无业或无长期职业的游民也大

大增加
,
城市问题也随之多了起来

。

二
.

中国古代城镇工商

人 口 的地域构成

我国古代城镇工商业人 口的地域构成

同现代城镇居民的地域 ( 或籍贯 ) 构成有

很大不同
:

在现代社会中
,
城镇居民大多

数来自该城镇周围地区
, 即他们最早是这

些地区的农民及其后代
。

或者是城镇周围

地 区的农民及其它职业者
,
由于距离城镇

近
, 最有条件进入城市

,
率先城市化 , 而

在古代社会
,
城镇中的工商构成却显示了

正好相反的特征
。

首先看看商人的情况
。

我国古代城镇

中的商人一直是其中的主要人 口
。

从春秋

战国到 明清 皆如此
。

而商人绝大多数并不

是周围地区的百姓
, 即其籍贯并不在城镇

附近的乡村
。

战国时 ,
关中城市的富商大贾

, “

大抵

尽诸田
, 田音

、

田兰
”〔3。诸田是山东齐国

人
,
却发家于关中

。

汉代
,
商人

“
千里游

邀
, 冠盖相望

,

乘坚策肥丝
,

履曳搞
” 〔3 5〕

。

可见他们的经营活动 也 在 千 里之外的外

乡
。

宋元以后
,

这种现象更加突出
,
宋代

江南的板桥镇
“
海商络绎而来

” , “东则

二广
,

福建
夕
淮浙之人

, 西则京东
,

河北

路之众 [3 6〕”
。

明代南京
, “
诸凡 出利之礼

,

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
” ,

如 “细缎铺
、

盐

店 ,
皆为外郡

、

外商富民所据
” 〔37 〕

。

清代

扬州
“四方豪商大贾

,

鳞集腐至
,

侨寓寄

户居者不数十万
” 〔38 〕

。



而明
、

清时期
,

城市商人的来源也有一

定特征
。

明代
,

临清
“

十九皆徽商占籍
” 〔39 〕

,

清代
,

江宁的数十万人口 中
“
皖鄂两省人

居十之七
” 〔40 〕

,

康熙皇帝在二次南 巡 时

指出
: “东南巨商大贾

,
号称辐揍

。

今脱

行历吴越州郡
,
察县市肆

,
贸迁多系晋省

之人
” , “而土著者盖寡[41 〕”

。

在苏州的

“阎门南缘一带
,
客商辐揍

,
大半福建人

民 , 几及万余人
” 〔42〕

。
.

由上可见
, 这些于都市中从事商业活

动的并不是来自富裕地区的百姓
,
而是来

自安徽南部和 山西
、

福建等山区之人
。

按

照 商品经济观点
,
从事商业活动者应是那

些商品经济发达
、

商业意识较强地区的百

妙
,

贫困的 山区居民怎么走上经商之路的

呢 ?是恶劣的 自然条件
,
难以为生的农业

经营
,
迫使他们离开家乡出外谋生的

。

安徽徽州
“土地依原麓

, 田膺墉
,
所

以产至薄
,
粪雍褥栉

,
视他郡农力过倍

,
,

而所入不 当其半
。

又田皆仰高水
,

.

故丰年

较 少
,
大 都 一 岁 所 入

,
不 能 支 十 之

一
。 ” 〔43 〕因为徽州新安

“
其地多在山谷之

间
,

无平原旷野可以耕 田 〔4 4 〕
。 ”

所 以
,

这些地方虽士大夫之家
,
皆以富贾游于四

方
, “

天下都会
,
所在连屋列肆

”〔4 5〕
。

在

不少地方流行着
“
无徽不成市

” 之说
,

足

见徽商势力 之大
。

山西除了
“
天寒地膺

,

生物鲜少
”〔4 6〕

的恶劣自然条件外
,
还因为当地

“人稠地

狭
,
本地所出之粟不足供居民之用

” 〔47 〕
。

有的地方
“民多地少

,
竭丰年之谷

夕
不足

供两月 〔48 j,,
。

这些地方的百姓要生 存下

去
,

就必须在农业以外打主意
。

闽浙一带也如此
。 “
闽省濒海

,

土田 晓

确
,

小民生计维艰
,

异常 困难
。 ”〔49 〕浙江衙

州府西安
夕 “

谷贱民贫
,
恒产所入

,
不足

以供赋税
,
而商人皆重利致富

, 于是人多

驰鹜奔走
,
竟习为客

,
商日益众

” , “
龙

游之民
,
多向天涯海角

,
远行商贾

” 〔的〕
。

而靠近城镇的地 区则不是这样
。

我国

城市虽然政治色彩很浓厚
, 但其经济条件

往往是所在地区最好的
,

或者处于坦荡平

原
,

或者为水陆通道
。

其农业抗拒自然灾

害的能力较强
。

因而
, 这些地 区也是自给

自足 自然经济最发达
、

最稳固 的 地区
。

所

以 ,
当地百姓一般不会放弃这种安逸

、

优

闲的环境去走南闯北
。

手工业者的情况也是这样
。

数量比例

较大者土著
。

江西景德镇
夕 “

陶户与市肆

当之十之七八
,
土著居民十之三

, ” 〔51 〕其

间稚房匠仆
, 以及坯行

,
车坯行

、

画行
、

彩行
、

菱草行
、

柴行诸 色 人 等
, 动 以万

计
,
率多别籍异民

”〔52〕
。

苏州的染坊瑞布

匠工 ,
具系江宁

、

太平
、

宁国人民
,
在苏

无室家
,
总计约有二万余人

。 ” 〔53 〕
。

清代佛山
夕 “四方商贾萃于斯

, 四方

之贫亦萃于斯
。

挟货以贾者什一
,
徒手而

求则什九也
。 ” 〔54〕这些

“

徒手而求
”

者均是
·

来自外乡
,
试图进入当地手工业领域的农

民
。

不过
夕
宋元以来所兴起的市镇中

, 其

手工业者多为当地人
。

因为镇在最初就是

农村
。

这 些 地
‘

方 的居民利用当地 自然原料

生产某种产品
。

如安徽款县
, “

款工首推

制墨” ,

该墨为
“
南唐李超及其子廷硅始

作
,

宋时播谷继之
。

至清代
, 当地擅名墨

蔽者尤不下数十家
。 ” 〔55 〕

浙江的陈庄镇
,
离县城十五里

, “居

民以竹器为业
,

四方贸黔甚远
。 ” 〔6的江苏

通州城北有
“
蓖机巷

, 笆机之工
, 聚族而

居
。 ” 〔57 〕这些都是传统手工业品

。

由于需

求的增加
,

这些本来农工兼为的百姓
,

逐渐

从事专门的手工业品生产
。

从业者在其 内

部扩展开来
夕
而外乡人是没有优势参与进

来的
。



三
、

中国古代 城镇工 商人
口 与农村的关系及其最后归宿

前面在中国古代城镇工商人 口的地域

特征中已经谈到
,
城镇工商 业 者 多来 自

外乡
,
而且多是来自外乡农村

。

这是我们

这个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国度中人 口流

动的一个特色
。

按照社会发 展 的 一 般特

征
,
在封建社会阶段

,

农村人 口占全社会

人 口的绝大部分
。

城市发展所需要 为绝大

部 分 人 口 来自农村
, 而城市之间的流动

是很少 的
。

因而
夕
城镇与农村之间

夕

特别

是城镇工商人 口与农村有着种种关系
。

城 镇 工 商 人 口 与农村存在 着密切 的

血缘
、

姻 亲关 系
。

从总体上看
,

我国古代

进入城镇的工商业者多是单身前往
,
特别

是对于工商业者本人来说
夕
在早期创业阶

段
,
具有冒险性和不稳定性

,
单身行动较

方便
。

明代徽州商 人
“
娶 妇 数 月

, 则外

出
”

经商〔58 〕
。

江西
“

民少壮者多不务秸事
” ,

离开妻室而
“

出营四方
” 。
〔59) 而他们却并非

半商半农
,
而是专门从事商业活动

, 以至

成为城市中相对稳定的商业人口
。

明代徽

州的商人外出后
, “或数十年

”
不归

,

至

有
“
父子邂逅而 不相识 者

, ” 〔6的更有人
“
弃妻子而不顾

” 。
〔61 〕这些人显然不是流

动性的商业人口
,
而是固定于某个城镇之

中
。

即使如此
,
也不能否认他们 与乡间所

存在的血缘
、

姻亲关系
。

对于大多数商人

来说
,

一般要定期返 回故乡探亲
。

明代武

安的药材商人
夕 “

每年春季推车而往
,

岁

终推车而 归
,

习以为 常
” 。

〔62 〕明
、

清时

期
, “

徽俗
, 商在外率数岁一归

,

其妻擎

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
。 ” 〔63 〕

古 代城镇中那些手工业人 口 ,

特 抓是

其中的雇佣工人与农村的关系更为密切
。

苏州 以 研布为业的工匠万余人
, “

皆系

外来单 身游 民” , “
家住江南

、

江 北各

县
”〔6 4〕,

他们多是被从土地上排挤出来的

剩余劳动者
夕
进入城镇来出卖劳动力

, 以

便养家糊口
。

城镇工 商业人 口
、

特别是商人
,

同农

村存在着经济关系
,

商人一般把在城镇所

获得的资金布牡乡村去赡养亲属
, 更重要

的是那些盈利大的商人常投 资于家乡的土

地之上
,

把流动资金变成固定财产
—

土

地 ,
是古代商人的经济活动特征

。

清代康

熙时 ,
扬州八大盐商中 的 项 鼎 元

、

鲍漱

芳
、

江春等
, 在家乡置办有大 量田产

。

商

人的另一个投资热点是于家乡建造房屋
,

清代山西有一个商人口L!元百万
,

于扬州经

营盐业
, “

富闻天下
” 〔65 〕

。

他在家 乡 临

汾
, “宅第如云

,
宛若世家

” 。〔66〕

相比之下
,
城镇中的手工业者那种建

立在置田
、

建房上的经济关 系 则 比较薄

弱
。

他们在外闯荡
,
能维持本人生活并略

有节余就算不错了
。

购置财产对他们来说

是一种奢望
。

那么
,

中国古 代城镇工商业人 口 最终

归 宿是在哪儿呢 ?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
,

城镇

人 口的居住史都不长
。

在我国每次改朝换

代 的大动乱中
,

城市是斗争双方激战最烈

的地区
,

这里的百姓往往死亡殆尽
。

直至战

事平 息
,

才能开始又一轮重建过程
。

所以
,

城市很难有累世居住的望放
。

相对于农村

聚族而居几代
、

十几代
、

乃至几十代的大

家族来说
,
古代城镇人 口只是来去匆匆的

过客
,
并且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根系于其祖

籍
—

农村的土地
,

L
。

所 以不少于城镇生

活的工商业者年老之后
,
都要返回故里

。

另一方面
,

我们也应希 到
,
宋

、

元
、

明
、

清时期
,

特别是明
、

洁时代
,
城市经济

的繁荣状 况是前所未有的
, 其物质

、

文化

生活的丰富多采往往是农村所难以比拟
,

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比以前也有所提高
。



因而 ,
不少工商业者开始于城市长期定居

下来
夕
繁衍子息

, 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谋

生 的手段
。

明
、

清时期
,
安微 徽州

、

{之 民

“尽家于仪 ( 征 )
、

扬
、

苏
、

松淮 (安 )

诸郡
, 以及江西之南 昌

, 湖北之汉 口 ,
远

如北京
,

亦复掣其家属而去
。 ” 〔67 〕清代

,

陕西商人往来苏州者
,

或数年或数十年
,

甚者成家室
、
〔68〕仅仅清朝中叶后

, “居斯

地者半 多 商贾致富
。 ” 〔69 〕

手工业的专业化也要求他们在一个地

方定居下来
。

江宁生产包头巾的汪氏
,
自

明代汪天然创业后
, 后辈

“

也守其业
”
70

。

苏州的雨伞业
, “业此者 聚族而居

” 。
〔71 〕

可见
,
中国古代城镇工

、

商人 口 的归

宿朝 着两 个方向发 展
:

一个是由农村到城

市经营几年
、

十几年后再返回农村 ; 另一

个是由农村到城镇从事工商业 活
_

动 并 长

期定居
, 以至传宗接代

。

不过
,
第一种情

况在 中国古代一直是主流 ; 第二种情况从

明
、

清时期才开始增加
。

我们认为
,

从一般意义上讲
,

工商业与

农业加强联系是有其积极意义的
,

而工商

业者个人与来源地加强这种 社 会
、

经 济

关系
,
却是一种落后的表现

。

工商业者闯

荡于外
, 又要定期回归故里

,
这对其经营

的联系性有不利的影响
夕
而商人把剩余资

金投入到家 乡置办房地产
,
而不是投资于

城市的工商业活动
、

扩大再生产
,
对于城

市工商业生产的发展是不利的
。

更重要的

是一旦采取这种行动
,
就意味着为自己铺

设退路
,
其 冒险创业精神消磨殆尽

。

我国古代城镇曾经有过相当繁盛的历

史
,
城镇工商业人口从绝对数量上看

,
曾

达到一定的规模
。

而在宋以前
,
商业人 口

比例过 大 使 古 代城市缺乏发展的后劲
,

只是在宋以后
、

特别是明清时期
,
市镇手

工业人口 的增加才使我国城市发展进入一

个 新阶段
。

当然
,

这只是针对整个封建社会

而言
。

同时
,

土商业者也不可能挣脱封建社

会的栓桔
,
在城市社会发展中没能起到应

有的推进作用
,
致使我国城市在量的发展

上达到了一定水平
,

而质的变化却很不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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